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胶州湾的生态环境演变与营养盐变化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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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作为我国人为影响海洋研究与海洋学基础研究的典型海域, 胶州湾历经 90 年的科学调查和研

究, 获得了系统的对胶州湾海洋学的认识。本文总结归纳了近年来胶州湾的生态环境变化状况、营养

物质输入以及百年来生态环境演变的主要结果和结论。近年来, 胶州湾海水呈现“高氮-低磷-低硅富营

养化”状况较明显, 浮游生物生物量有增加的趋势, 输入到胶州湾营养物质的量巨大, 总溶解态氮的年

输入通量为 6 945.4 t/a, 其中无机氮、有机氮分别为 4 453.1 t/a, 2 492.3 t/a。点源和河流是总溶解态氮

的主要输入方式, 分别占无机氮输入通量的 39%和 20%, 有机氮输入通量的 31%和 41%。总溶解态磷

的年输入通量为 160.6 t/a, 其中无机磷的输入略高于有机磷, 二者分别为 88.0 t/a, 72.6 t/a。河流和点源

是无机磷的主要输入方式, 分别占无机磷输入通量的 40%和 30%, 而对于有机磷而言, 河流是其主要

的输入方式, 可占其输入通量的 51%, 而地下水和点源也分别占输入通量的 24%和 15%, 这些大量输

入的营养物质对胶州湾生态环境变化起了关键作用。胶州湾百年来经历了三个阶段的演变, 20 世纪

70 年代以前, 胶州湾受人为影响很小, 其化学要素水平基本呈现“背景值”且比较稳定, 从 20 世纪

80 年代起, 胶州湾明显受到人为活动的影响, 其沉积物中的化学组分持续增加, 直到 20 世纪 90 年代

中到 2000 年达到高峰, 2000 年后, 由于环保治理措施的加强, 沉积物中的化学组分呈明显降低趋势, 

基本稳定在较低的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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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湾与河口是连接陆地和海洋之间的纽带和极

为重要的海陆过渡带 , 在人类发展的历史长河中 , 

由于其优越的生态环境, 在全球社会经济发展中占

有极为重要的地位, 具有非常高的社会经济和生态

服务价值, 是全球社会经济发展的“繁荣区”, 由于

海湾和河口也是环境变化的敏感区和生态系统的脆

弱带 , 受到了人为活动的强烈影响 , 导致其生态环

境发生显著变化。 

胶州湾(35°55′—36°18′N、120°04′—120°23′E)位于

南黄海西北部、山东半岛南端, 其水域面积约 374 km2, 

南北长 33.3 km, 东西宽 27.8 km, 平均水深仅 7 m[1]。

胶州湾沿岸虽无大河输入 , 但水系较为发达 , 尤以

北部陆区河流较多 , 呈放射状辐聚汇流于海湾 , 入

湾河流主要是季节性雨源河流及部分城市污水排放

河道 , 其径流量受降雨和污水排入影响显著 , 如墨

水河、大沽河、洋河、白沙河、李村河等, 其中最大

的是大沽河 , 近年来的研究表明 , 大沽河修建入海

口水坝后 , 在一般的丰水季 , 流入胶州湾的淡水都

很少, 墨水河的城市污水已成为输入胶州湾负荷最

大的河流[1]。 胶州湾自东南、东北、西北向西南的

沿岸分别为青岛市南区、市北区、李沧区、城阳区、

胶州市及黄岛区(西海岸新区), 被青岛市所环绕, 是

一个人口高度集中的城市密集区和沿海产业区, 与

周边社会经济体系构成了高度受人为干扰的工业-农

业-城市多功能复合生态体系, 工农业生产、港口贸
               

收稿日期: 2020-02-20; 修回日期: 2020-05-11 

基金项目: 山东省重大科技创新工程专项(2018SDKJ0504-1); 中国科

学院战略先导性专项(XDA 23050501) 

[Foundation: Key Science and Technology Innovation Program of Shan-

dong Province and Qingdao National Laboratory for Marine Science and 

Technology, No. 2018SDKJ0504-1; Strategic Priority Research Program of 

the Chinese Academy of Sciences, No. XDA23050501] 

作者简介: 宋金明(1964-), 男 , 河北枣强人 , 研究员 , 主要从事海洋

生物地球化学研究, E-mail: jmsong@qdio.ac.cn 



 

 Marine Sciences / Vol. 44, No. 8 / 2020 107 

易、海上运输、旅游观光、底播贝类(菲律宾蛤仔)

养殖和居民生活等人类活动都强烈影响胶州湾生态

系统。作为一个半封闭性海湾, 胶州湾受到两个重

要因素的影响 : 一是自然变化 , 二是人类活动。自

1935 年以来, 自然的泥沙淤积和以围填海造田、工

程建设及早期养殖为主导的人类活动, 导致胶州湾

水域面积减小约 115 km2, 水交换量降低 9%以上, 

同时胶州湾东-东北岸流经市区的几条河流已经基本

沦为了工业废水和生活污水的排海通道。随着胶州

湾面积减小和海岸线的变化, 胶州湾的潮流变弱、纳

潮量减少、水动力减弱, 水体交换能力也随之变弱, 

陆源污染物与外海的交换速度减慢, 湾内水体的污

染加重 , 富营养化加剧 , 导致水体营养盐结构异化

特别是高氮-低磷-低硅现象的出现 , 进而改变浮游

植物的群落结构和种类组成, 导致生物功能群的变

化 , 引起生物资源的明显衰退 , 从而使胶州湾生态

环境发生剧烈变化。 

由于居住在胶州湾临近人群的生活和生产需要, 

早在 2 200~2 800 年前的春秋战国时期, 胶州湾畔就

有渔、盐的利用。自秦汉时开始, 唐朝之后的贸易海

运活动日趋繁荣, 到清代胶州湾地区成为中国南北

贸易的重地, 同时也是前往朝鲜半岛、日本的海上

交通的重要通道。1897 年德国侵占青岛, 于 1904、

1905 和 1908 年先后修建了胶济铁路、大-小港和船

坞码头, 以及在胶州湾北部海岸潮汐带开始围造盐

田。20 世纪 30—40 年代的日本占领时期, 青岛港完

成了中港扩建建设 , 青岛城区沿村落周边扩展 , 逐

渐成形。到 1935 年, 青岛村落密度增大, 随着四方

和沧口的出现 , 城区规模显著扩展 ; 但这期间胶州

湾仍属于小规模用海阶段, 除了行船和用于锚地停

泊以及红岛经人工建坝变成陆连岛, 没有其他的海

洋和海岸开发利用活动。新中国成立后, 胶州湾大规

模的开发利用随之开始, 20 世纪 50—60 年代是胶州

湾大规模围填海开发利用的第一个时期, 主要的海

洋和海岸利用区域在胶州湾北部湾顶区域, 修、扩建

了东风、女姑、南万、东营等盐场。20 世纪 50 年代

初, 随着海带北移试验的成功和海藻化学工业(胶碘

醇)的兴起, 在胶州湾湾口及北部的沧口水道附近建

设开辟较大规模的海带养殖场, 自此至 20 世纪末, 

胶州湾形成了大规模海上养殖业。这一时期, 青岛

港也进行了大规模扩建, 自 60 年代起, 对原有老码

头进行逐步的系列机械化技术改造提升, 1968 年建

成 7号机械化的煤专用码头, 1976年建成黄岛一期油

码头。自 80 年代以来, 胶州湾的开发利用进入第二

个快速期, 环湾陆上地带逐渐建成现代化的经济发

展区和城镇住宅区。20 世纪 70 年代以前, 黄岛是一

个与陆地并不相连的海岛; 1972 年黄岛与陆地间修

建了两条拦海大坝, 自此黄岛目前的陆域逐步形成。

改革开放之后, 海岸带区域经济得到提升, 例如围填

营造盐田、发展对虾养殖(胶州湾北和西北畔), 东-

北部沿岸填海造地建设胶州湾公路, 在东西海岸的

南部分别相继建设了集装箱码头、黄岛输油码头等

大型海洋工程。在 1985 年底, 青岛港八号码头完工, 

这是当时中国最大的件杂货码头; 1988 年底, 黄岛

二期油码头完工, 属当时国内最大的现代化原油输

出码头; 1990 年底, 建设完成前湾新港区一期工程。

之后的 90 年代至近年来, 各类海岸设施己经完成

的大型填海项目就有 20 多项, 比较大型的有环胶

州湾高速公路、青岛港集装箱码头、薛家岛海西湾

造船项目、胶州湾跨海大桥及胶州连线、青连铁路

等[1-2], 胶州湾跨海大桥被列为新中国成立70年20大瞩

目工程, 历时四年半的建设于 2011 年 6 月 30 日全

线通车运营。2010 年特别是 2015 年后, 随着海洋环

保意识的加强, 胶州湾的围填海造地活动几近杜绝 , 

胶州湾保护已成为青岛深入人心的议题。 

胶州湾是海洋研究的典型海域 , 也是我国最早

的海洋调查和研究区域, 建有胶州湾生态系统国家

野外科学观测研究站, 积累有 40 余年的基础海洋调

查数据, 大量的科研人员从海洋科学不同学科对其

进行了系统研究。所以, 胶州湾也是中国海洋科学研

究积累最丰富的海域, 许多的近海海洋学研究数据

和结果也在此产生[1]。百年来, 胶州湾的生态环境发

生了巨大变化, 其主要的原因来自于人为活动对胶

州湾的影响, 这其中人为输入化学物质的生态环境

效应占有极其重要的位置。本文分析总结了胶州湾

的生态环境及变化状况、胶州湾营养物质输入以及

百年来生态环境演变, 献给致力于胶州湾海洋学研

究 70 年的中国科学院海洋研究所和所有关注胶州湾

环境资源可持续利用的各界人士, 并希望对胶州海

洋学的深入研究有所启迪。 

1  胶州湾百年生态环境演变概况 

1.1  胶州湾岸线与水动力变化及趋势 

自 1990 年以来胶州湾多数岸段向海有明显的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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积趋势 , 在湾内(团岛头与黄岛间连线以北海域)北

部河口两侧和黄岛前湾及海西湾内尤为明显, 黄岛

前湾附近主要是由于填海造陆和修堤筑港造成, 而

内湾北部的变化主要是围海造地引起的。未来 20 a

胶州湾仍将保持湾内以冲刷为主 , 局部淤积 , 具体

表现为胶州湾内西北部略有淤积, 主要集中在大沽

河入海口, 另外, 李村河口也会有少量淤积。100 多

年来胶州湾的海域面积不断减小, 1863 年为 579 km2, 

1935 年为 559 km2, 1958 年为 535 km2, 1971 年为

452 km2, 1977 年为 423 km2, 1988 年为 390 km2, 

2001 年为 365 km2, 2012 年为 343 km2[3-4], 每年大体

减少 1.6 km2, 但不同时间段减少的幅度差异很大。

未来 20 年, 胶州湾的水域面积总体变化不大, 但较

小规模的海域或海岸线占用还会发生, 其水域面积

会稍有减少, 减小的速度将会明显低于近 20 a。胶州

湾总体岸线长度基本稳定, 人工岸线将会稍有所增

加, 但增加的速率也会远低于近 20 a。未来 20 a, 胶

州 湾 的 岸 线 长 度 和 面 积 将 会 在 (195±5) km2 和

(340±10) km2 左右变化。 

1935 年到 2008 年, 胶州湾的水交换能力减小

9.2%, 平均逐年减少 0.13%。在不同的年际间变化率

有较大差异 , 1966—1985 年水交换平均逐年减少

0.33%, 1985—2000 年平均逐年减少 0.08%, 2000 年

到 2008 年的水交换变化降低幅度明显加快, 平均逐

年减少 0.3%。1935、1966、1986、2000 和 2008 年

的胶州湾水体半交换时间分别是 37.0、36.7、39.2、

39.7 和 40.8 d[5], 水体交换时间的增加, 也使湾内物

质特别是污染物交换的能力变差。2008 年的水体半交

换时间比 1935 年延长了 3.8 d, 说明随着岸线、面积

和海底地形的变化, 胶州湾的水体交换能力变差[5]。

胶州湾总纳潮量在 1935 年为 11.8×108 m3, 1985 年为

9.1×108 m3, 2014 年为 7.6×108 m3[1]。未来 20 a 胶州

湾的水动力总体变化不大, 主要表现在胶州湾的纳

潮量仍会减小, 但幅度不大; M2分潮的振幅, 即潮波

从湾口到湾顶的传播时间仍会减小, 但变化不会太

显著 ; 流场结构变化不会很大 , 但流速仍会呈有小

幅度减小趋势; 以“团团转”的多涡结构为特征的欧

拉余流变化不会大, 但位置和强度会稍有变化, 团岛

附近仍会出现最强的欧拉余流, 其最大值约在 0.5 m/s

左右; 水交换能力仍有小幅度的减弱[5]。 

1.2  胶州湾海水与沉积物环境变化及趋势 

胶州湾海水温度夏季高于春季高于秋季高于冬

季, 海水水温自 1962 年以来有增加的趋势, 海水盐

度自 1981 年以来有降低的趋势, 这与胶州湾降水量

增加及经处理的废水排放有关。各个季节海水溶解

氧(DO)自 1980 年以来有增加的趋势, 海水 pH 有降

低的趋势[1]。海水溶解无机营养盐浓度自 1962 年以

来均呈现显著升高的趋势, 但不同营养盐组分变化

的特征不同。氨氮浓度从 20 世纪 80 年代起逐渐升

高 , 到 2001 年达到顶峰 , 其季度月平均浓度高达

18.56 mol /L, 在之后的几年呈下降趋势。亚硝酸盐

和硝酸盐浓度从 20 世纪 90 年代之后明显增加, 尤其

是 2000 年之后, 增加幅度非常显著, 导致总溶解无

机氮(DIN)浓度从 20 世纪 80 年代起逐渐增加。磷酸

盐和硅酸盐浓度在 20 世纪 80 年代至 90 年代中期呈

下降趋势, 但从 90 年代的中后期开始, 二者皆表现

出显著增加的态势。自 2001 年以来, 除氨氮浓度呈

下降趋势外, 其他营养盐浓度增加的幅度进一步提

高。营养盐的结构也随之发生变化, 胶州湾高的氮磷

比自 2000年以后开始下降, 硅氮比有所上升(仍然低

于 Redfield 比值), 20 世纪 90 年代营养盐比例严重失

衡、硅限制的状况有所缓解[6]。将来变化的趋势是胶

州湾海水中 DIN 和磷酸盐在未来 20 a 会呈现缓慢增

加趋势, DIN 的增加尤为明显, DIN 年均浓度可能会

略低于国家二类海水水质标准, 磷酸盐年均浓度可

能会略高于国家一类海水水质标准, 氮磷比值会进

一步下降 , 硅氮比会有所升高 , 胶州湾营养盐比例

失衡、硅限制的状况将会进一步地得到缓解。 

胶州湾的沉积速率在 0.19~3.96 cm/a, 受控于物

质来源和水动力因素[1]。胶州湾沉积环境演变特征一

定程度上可从沉积物生源要素的埋藏通量得以体现, 

近百年来, 胶州湾的生态环境演变可分为 3 个阶段。

20 世纪初至 70 年代, 胶州湾生源要素的埋藏通量较

低, 说明在这期间胶州湾整体上的生态环境基本稳

定。从 80 年代开始, 由于胶州湾沿岸工农业的迅猛

发展 , 特别是近岸海域利用强度的剧增 , 在人类活

动强力的影响与干预下, 胶州湾海水开始富营养化

且程度不断加重, 导致与富营养化密切相关的生源要

素的埋藏通量显著增加, 这种变化在 1990—2000 年

表现尤为明显, 其沉积物中生源要素的埋藏通量达到

了近一百多年来的峰值, 也在一定程度上对应了这一

时期胶州湾的环境污染状况。如总氮的埋藏通量从

3.93 mol/(cm2·a)增加到 4.94 mol/(cm2·a), 总磷的埋

藏通量从 1.83 mol/(cm2·a)增加到 5.05 mol/(cm2·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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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入 21 世纪, 由于对生态环境的重视, 加大了沿岸

环境整治特别是污染物限排措施 , 胶州湾的富营

养化程度有所减轻 , 生源要素的埋藏通量则显著

下降, 总氮的埋藏通量由 4.94 mol/(cm2·a)下降到了

3.31 mol/(cm2·a), 总磷的埋藏通量由 5.05 mol/(cm2·a)

降至 1.82 mol/(cm2·a), 基本恢复到了 20 世纪 80 年

代的水平, 说明了近年来城市生活污水、工农业废水

以及农用化肥农药的排放等陆源输入等对胶州湾的

影响已经得到了相当的控制, 胶州湾的整体生态环

境在向好的方向转变[1, 7-16]。未来 20 a 胶州湾的沉积

物环境应变化不大。 

1.3  胶州湾生物群落变化及趋势 

近 40a 来, 胶州湾生态系统中浮游生物的类群

发生较大变化。浮游植物自 1981 年以来总量呈现增

加的趋势, 小型链状硅藻, 如中肋骨条藻、角毛藻等

的数量渐增, 暖水性种类如波状石鼓藻等的数量也

持续升高, 比较明显的是甲藻类数量升高、分布范围

扩大, 但总体的空间分布格局大致稳定。胶州湾的浮

游植物优势种组成也在发生改变, 洛氏角毛藻、密联

角毛藻、波状石鼓藻、叉角藻与梭角藻等成为近年

来新的优势种[17]。 

胶州湾浮游动物变化更加明显 , 胶质生物的生

物量呈现明显的上升趋势。20 世纪 90 年代的季度月

平均生物量仅有 0.102 g/m3, 而 2001—2008 年的平均

生物量达到了 0.361 g/m3, 增加 2.54 倍。自 20 世纪

90 年代以来, 春、夏季浮游动物生物量增加最为明

显, 特别是春季, 秋、冬季生物量稍有增加, 但并不

显著。未来 20 a, 胶州湾浮游植物总量仍会呈现增加

的趋势, 且尤以冬季增加更为明显[18]。中肋骨条藻、

旋链角毛藻、星脐圆筛藻、柔弱角毛藻、尖刺拟菱

形藻、浮动弯角藻等仍会为优势种。此外, 甲藻类浮

游植物数量会有升高, 且分布范围会有扩大。胶州湾

浮游动物生物量也会呈现上升趋势, 且仍为春季生

物量和丰度最高, 夏季次之的季节变化特征。胶州湾

浮游动物多样性会呈增加趋势, 特别是暖水性种类

数量, 如水母类增加最为明显。 

2  胶州湾营养物质的输入 

2.1  胶州湾河流与污水处理厂营养盐排放 

2015 年以来的新近研究表明, 胶州湾沿岸河流

营养物质的输入通量中(表 1), 墨水河输入胶州湾的

各形态氮负荷最高, 尤其是溶解有机氮(DON), 其输

入量可达 771 t/a, 远超过其他河流, 构成了环胶州

湾有机氮输入的主体, 可能与周边人为活动输入较

多的工业废水和生活污水有关。大沽河由于其较高

的径流量和较大的流域面积, 各形态磷的年输入负

荷最高。而李村河和海泊河的营养物质输入负荷整

体占比较低 , 可能是由于其径流量较小的缘故 ; 同

时 , 由于李村河和海泊河流经市区 , 近年来政府持

续加大了对市区河流的污染排放控制和景观美化 , 

这也可能是造成它们营养物质输送负荷较低的一个

重要原因。整体上看, 环胶州湾河流排入胶州湾的营

养物质以溶解有机氮居首, 无机氮中以硝酸盐氮负

荷最高, 磷排海通量以溶解无机磷(DIP)为主, 略高

于溶解有机磷(DOP)的输入通量(表 1)[19]。 
 

表 1  胶州湾沿岸河流的营养物质输入通量/(t/a) 
Tab. 1  Riverine nutrient flux into Jiaozhou Bay /(t/a) 

河流 DIP DOP NH4-N NO3-N DON 

大沽河 28.5 22.5 116.6 151.3 195.7

墨水河 14.1 11.0 129 382 771 

李村河 3.07 2.41 32.8 1.40 18.9

海泊河 1.07 0.84 9.80 2.67 9.08

洋河 1.17 0.92 4.87 62.1 46.9

总河流输入 47.9 37.7 293.5 599.6 1041.6

 
不同于河流输入 , 环胶州湾排污口营养物质排

放通量以硝态氮(NO3-N)占绝对主导地位, 其次为溶

解有机氮, 各形态磷的排放通量均较低(表 2)。从输

入负荷总量上来看 , 李村河污水处理厂最高 , 达

810.5 t/a。与其他三个排放口相比, 李村河污水处理

厂和海泊河污水处理厂各形态氮磷的输入负荷均较

高。除氨氮外, 其他各项营养物质排放通量均以团岛

污水处理厂最低, 且团岛污水处理厂的营养物质总

输入负荷也最低, 仅 218.2 t/a。 

2.2  胶州湾流域营养盐输送 

胶州湾的流域输送, 尽管不都是以面源河流的

方式输入 , 但河流汇入所占的比重较大 , 查清河流

营养物质来源的流域输送状况, 对探明输入胶州湾

营养盐水平及结构十分重要。流域面源营养盐输入

不同来源中, 化肥是氮、磷的最大来源, 其次是畜禽

粪便和生活污水, 生物固氮以及大气沉降所占比例

较小。胶州湾流域作物主要包括小麦、花生、玉米、

水果和蔬菜。统计化肥-氮、磷施用和作物产出, 结

果表明不同作物化肥-氮和化肥-磷施用量存在很大

差异: 例如生产 1 kg 小麦化肥-氮 40 g、化肥-磷 30 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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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环胶州湾主要排污口和污水处理厂营养物质输入

通量/(t/a) 
Tab. 2  Nutrient flux into Jiaozhou Bay via outfalls and 

wastewater treatment plants/(t/a) 

排放口 DIP DOP NH4-N NO3-N DON

团岛污水处理厂

排放口 
2.86 0.85 12.7 135.3 66.5

海泊河污水处理

厂排放口 
16.2 4.84 85.5 286.6 167.2

娄山河污水处理

厂排放口 
3.59 1.07 11.1 339.2 157.4

李村河污水处理

厂排放口 
10.5
7 

3.16 42.6 507.6 246.6

青城投双元水务

有限公司排放口 
2.91 0.87 19.9 310.9 149.4

年通量 36.1 10.8 171.8 1 579.7 787.1

 
生产 1 kg 玉米化肥-氮 38 g、化肥-磷 6 g, 生产 1 kg

花生化肥-氮 50 g、化肥-磷 38 g, 生产 1 kg 蔬菜化肥-

氮 14 g、化肥-磷 1 g, 生产 1 kg 水果化肥-氮 18 g、化

肥-磷 8 g。根据胶州湾流域小麦、玉米、花生、水果

和蔬菜的产量, 胶州湾流域, 年均化肥氮、磷输入量

分别是(23±2.6)×107 kg/a 和(12±1.2)×107 kg/a, 占面源

氮、磷总输入的 67.4% 和 86.5%。胶州湾流域畜禽粪

便氮输入量 (5.6±1.2)×107 kg/a, 磷输入量 (13±2.9)× 

106 kg/a, 其中氮输入占总输入的 16.6%, 磷占总输

入的 9.4%[19]。 

胶州湾流域面源氮河流输送通量 (13.0±4.9)× 

106 kg/a, 其中大沽河输送通量 (9.5±3.2)×106 kg/a, 

占胶州湾面源河流氮输入的 72.6%; 墨水河氮输送

通量(2.1±1.1)×106 kg/a, 占 16.1%; 洋河氮输送通量

(7.9±2.6)×105 kg/a, 占 6%, 白 沙 河 氮 输 送 通 量

(4.5±2.3)×105 kg/a, 占 3.5%; 李村河氮输送通量

(2.1±1.1)×105 kg/a, 占 1.6%; 镰湾河、板桥坊河和海

泊河输送量不到胶州湾面源氮输送总量的 1%。胶州

湾流域面源磷河流输送通量为 (7.4±2.9)×106 kg/a; 

其中大沽河磷输送通量为(5.6±2.9)×106 kg/a, 占流域

面 源 河 流 输 送 的 76.0%; 墨 水 河 磷 输 出 量 为

(11.0±6.1)×105 kg/a, 占 15.4%; 洋河磷输送通量

(3.8±1.4)×105 kg/a, 占总输入量的 5.1%; 白沙河磷输

送通量(1.9±1.1)×105 kg/a, 占 3.5%; 李村河磷输出通

量(8.2±4.8)×104 kg/a, 占 1.1%[19]。 

2.3  胶州湾大气干湿沉降营养盐输送 

胶州湾大气干、湿沉降中不同形态营养盐中无

机氮分别约占干、湿沉降通量的 71%和 75%, 磷和硅

的干、湿沉降比例均很低。在无机氮中 , 干沉降

NH4-N 和 NO3-N 的比例相当, 而湿沉降中 NH4-N 几

乎可达 NO3-N 的 2 倍, 所以, 胶州湾大气沉降中

NH4-N 是其最主要的营养盐形态。干、湿沉降中 DON

占溶解态总氮(DTN)的比例分别为 20.6%和 24.3%, 

干、湿沉降中 DON 的比例稍有不同, 分别为 18.4%

和 24.0%[19-21]。 

氮、磷、硅的干沉降通量均有明显的月际变化, 

大气营养盐干沉降通量与总悬浮颗粒物(TSP)浓度的

变化特征并不一致。NH4-N、NO2-N 和 DIN 较高的

干沉降通量主要出现在秋、冬季, 但 NO3-N 的干沉

降通量在春、秋季较高; DON、DIP 和 DOP 的最高

通量分别出现在秋、春季和夏季, 溶解态硅(DSi)的

干沉降则基本与 TSP 的月际变化特征基本一致。从

这些结果可以看出 , 相比气溶胶浓度 , 大气不同形

态营养盐的干沉降通量受控因素更加复杂, 可能与

营养物质不同季节来源以及局地动力条件有关。但

大气颗粒物作为大气营养盐的重要载体, 无机态营

养盐干沉降通量大多高值主要出现在春、冬季, 冬季

的 DIN的最高月干沉降通量(19.3 mmol/m2)与冬季较

高的 TSP 月均浓度一致(147.83±103.23 μg/m3)。有机

态营养盐(DON、DOP)干沉降通量在降水量较高的

秋、夏季出现最高值, 说明尽管存在较强的雨水冲刷, 

来自局部的强烈的人为源污染依然可以维持较高的

干沉降通量[19-21]。 

2.4  胶州湾地下水营养盐输送 

以往对地下水营养盐对胶州湾的输送研究报道

很少。2015—2016 年的调查研究发现, 胶州湾春、

夏、秋、冬四个季节海底地下淡水输入 (SFGD)的

NO3-N 输入通量分别为 (0.96~1.42) ×105 mol/d、

(1.54~6.68)×105 mol/d 、 (0.64~0.89)×105 mol/d 和

(0.36~0.70)×105 mol/d; 春、夏、秋、冬四个季节

NO2-N 的输入通量分别为(13.8~20.4) ×103 mol/d、

(33.4~145)×103 mol/d 、 (0.11~0.16)×105 mol/d 和

(0.68~1.34)×105 mol/d; 春、夏、秋、冬四个季节有机

氮 DON 的输入通量分别为 (1.09~1.61)×105 mol/d、

(0.31~1.34)×105 mol/d 、 (0.46~0.65)×105 mol/d 和

(0.17~0.34)×105 mol/d; DIP 的 输 入 通 量 分 别 为

(2.94~4.34)×103 mol/d 、 (1.37~5.93)×103 mol/d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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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2~2.98)×103 mol/d 和(1.06~2.08) ×103 mol/d; 春、

秋、冬三个季节 DSi 的输入通量分别为(2.50~3.69)× 

105 mol/d、(1.13~1.59)×105 mol/d 和(0.22~0.43)× 

105 mol/d(表 3)[19]。 
 

表 3  胶州湾地下水排泄量及其营养盐输入通量[19] 

Tab. 3  Submarine groundwater discharge and nutrient flux into Jiaozhou Bay 

季节 SFGD/106 m3/d NO3-N/105 mol/d NO2-N/103 mol/d DON/105 mol/d DIP/103 mol/d DSi/105 mol/d 

春季 2.84~4.19 0.96~1.42 13.8~20.4 1.09~1.61 2.94~4.34 2.5~3.69 

夏季 1.44~6.27 1.54~6.68 33.4~145 0.31~1.34 1.37~5.93  

秋季 1.27~1.78 0.64~0.89 0.11~0.16 0.46~0.65 2.12~2.98 1.13~1.59 

冬季 0.52~1.03 0.36~0.70 0.68~1.34 0.17~0.34 1.06~2.08 0.22~0.43 

 

从营养盐输入通量来看, 胶州湾地下淡水输入

的无机氮和无机硅远大于无机磷的输入量。从季节

上分析, 氮、磷、硅输入量在季节上变化基本一致, 

通常夏春季平均输入量较高, 秋冬季平均输入量较

低。地下淡水输入的 NO3-N 通量在夏季最高, 约是

秋季的 5 倍 , 冬季的 8 倍 , 全年平均输入量为

1.66×105 mol/d; 地下淡水输入的 NO2-N 通量季节

性变化同 NO3-N 基本一致 , 春夏季节比秋冬季高

1~2 个数量级, 全年平均输入量为 2.43×104 mol/d; 

地下淡水输入的 DON 通量的季节性变化同样也是

春夏季节比秋冬季高。地下淡水输入的 DIP 通量, 

夏季与春季相当, 约是秋季输入的 1.5 倍, 是冬季

输入的 2.3 倍, 全年平均输入量为 2.85×103 mol/d; 

地下淡水输入的 DSi 通量在夏季没有检测, 其他 3 个

季节中 , 春季平均输入量最高 , 约是秋季输入的

2.3 倍, 是冬季输入的 10 倍, 全年平均输入量 1.33× 

105 mol/d。 

综合以上的结果可知 , 对于胶州湾而言 , 总溶

解态氮的年输入通量为 6 945.4 t/a, 其中无机氮和有

机氮分别为 4 453.1 t/a 和 2 492.3 t/a, 无机氮的输入

约为有机氮的 2 倍, 占总溶解态氮的 64%。点源和河

流是总溶解态氮的主要输入方式, 分别占无机氮输

入通量的 39%和 20%, 有机氮输入通量的 31%和

41%(图 1)。总溶解态磷的年输入通量为 160.6 t/a, 其

中无机磷的输入略高于有机磷, 二者分别为 88.0 t/a

和 72.6 t/a。点源和河流是无机磷的主要输入方式, 

分别占无机磷输入通量的 30%和 40%, 而对于有机

磷而言 , 河流是其主要的输入方式 , 可占其输入通

量的 51%, 而地下水和点源也分别占输入通量的

24%和 15%, 同样也是有机磷输入的重要方式[19]。 

 

图 1  胶州湾氮磷各输入通量的比例 

Fig. 1  Proportion of nutrient fluxes via different pathway into Jiaozhou Ba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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胶州湾溶解营养物质主要的来源途径对无机氮

而言, 输入的从大到小的次序分别是点源、大气沉

降、河流、地下水输送, 对无机磷而言, 河流、点源、

地下水输送、大气沉降; 对溶解有机氮而言, 河流、

点源、地下水输送、大气沉降, 对溶解有机磷而言, 

河流、地下水输送、点源、大气沉降。 

以上这些输入途径和输入通量的差异对胶州湾

水体营养盐的水平和分布产生重大影响。胶州湾

2015—2016 年溶解无机氮(DIN)在春夏秋冬四个季

节表层水中的平均浓度分别为 10.8、10.8、16.9 和

25.4 μmol/L, 其中 DIN 在冬季的浓度明显高于其

他季节 ; 表层溶解无机磷春、夏、秋、冬四个季节

的含量分别为 0.22、0.41、0.20 和 0.18 μmol/L, 全

年平均为 0.27 μmol/L; 表层溶解硅酸盐春、夏、

秋、冬四个季节的含量分别为 2.82、9.39、5.28 和

2.79 μmol/L, 全年平均为 5.48 μmol/L。整体而言, 

溶解无机态营养盐浓度均呈现出由湾内的东北或

西北部海域向湾口和湾外逐渐降低的趋势。DIN 和

PO4-P 年平均浓度的最高值出现在湾内的东北部 , 

而 SiO3-Si 在湾内的东北和西北部均较高。在垂直

分布上 , 由于胶州湾水深较浅 , 海水的垂直混合

作用明显 , 溶解无机营养盐浓度的垂直变化不明

显 , 但胶州湾溶解无机营养盐浓度在春季和夏季

表层略高于底层 , 但在秋、冬季表底层浓度几乎不

变 , 显示出胶州湾秋、冬季较强的季风使水体发生

显著的垂向混合。胶州湾表层海水中颗粒态营养盐

浓度也呈现出由湾内的东北或西北部海域向湾口

和湾外逐渐降低的趋势。表层颗粒无机氮(PIN)春、

夏、秋、冬四个季节的浓度分别为 2.0、1.9、1.8

和 1.4 μmol/L, 全年平均为 1.8 μmol/L。颗粒有机氮

(PON)春、夏、秋、冬四个季节的含量分别为 2.6、

2.6、4.7 和 3.2 μmol/L, 全年平均为 3.3 μmol/L。表

层颗粒无机磷(PIP)春、夏、秋、冬四个季节的浓度

分别为 0.18、0.11、0.07 和 0.11 μmol/L, 全年平均为

0.12 μmol/L, 颗粒有机磷(POP)春、夏、秋、冬四个

季节的含量分别为 0.17、0.18、0.14 和 0.17 μmol/L, 

全年平均为 0.16 μmol/L。与溶解态氮、磷相似 , 颗

粒有机态氮、磷的浓度同样高于颗粒无机氮、磷 , 

全年平均 PON 和 POP 分别占颗粒态氮、磷的 63%

和 59%, 是颗粒态氮、磷的优势组分。与溶解态生

源要素不同 , 颗粒态氮、磷季节变化不明显 , PON

在秋季、PIP 在春季的含量略高于其他季节 [19]。  

3  基于沉积物营养物质变化的胶州湾

百年生态环境演变的反演 

在胶州湾采集柱状沉积物 , 经沉积物定年和地

球化学分析开展的大量研究表明, 胶州湾近百年来

大体经历了三个阶段的生态环境演变, 即呈现环境

变化的“三段论”。20 世纪 70 年代以前, 胶州湾受

人为影响很小, 其化学要素水平基本呈现“背景值”

且比较稳定; 80 年代起, 胶州湾明显受到人为活动的

影响, 其沉积物中的化学组分持续增加, 直到 90年代

中到 2000 年达到高峰; 2000 年后, 由于环保治理措

施的加强 , 沉积物中的化学组分的含量明显减少 , 

基本稳定在较低的水平[20-30]。 

从沉积物生源组分的埋藏通量可明显看出这一

点 。 所 研 究 的 胶 州 湾 B3 站 位 (36°07.113´N, 

120°15.061´E)位于胶州湾中央水道以南, 该海域水深

16 m, 沉积物多为粉砂类物质。柱状样品表层 0~2 cm

以内是黄灰色砂质泥; 50 cm 以下, 贝壳开始增多, 

砂含量增多; 尤其在 70 cm 以下, 贝壳明显增多。柱

状样沉积物各生源要素的埋藏通量随不同的年代呈

相似的分布特征。在 20 世纪初至 70 年代以前, 生源

要素埋藏通量整体较低且比较稳定, 总氮和总磷的

埋藏通量分别小于 3.0 和 2.0 mol/(cm2·a), 说明胶州

湾在此期间基本处于环境的自然背景或受人为活动

影响很小的状态。从 20 世纪 80 年代开始, 在人类活

动的强力作用下 , 随着工农业高速发展 , 胶州湾海

水的富营养化程度加重, 无机氮和氨氮均在 80 年代

起持续升高, 无机磷自 90 年代后期显著增加。与此

相一致, B3 站生源要素埋藏通量持续增加, 其中比

较典型的时期是 20 世纪 90 年代中期至世纪末, 在这

期间沉积物中生源要素的埋藏通量达到了近百年来

的最高值。对氮而言, 强氧化剂浸取态氮的埋藏通量, 

在 80 年代初为 0.82 mol/(cm2·a), 而到了 90 年代中

末期激增到了 1.22 mol/(cm2·a), 总无机氮的埋藏通

量从 80 年代初的 0.51 mol/(cm2·a) 激增到 90 年代中

末期的 1.34 mol/(cm2·a), 总氮的埋藏通量在这个时

期也从 3.93 mol/(cm2·a)增加到 4.94 mol/(cm2·a)。

对磷而言, 无机磷的埋藏通量在 20 世纪 80 年代初为

1.37 mol/( cm2·a), 而到了 90 年代中末期激增到了

3.48 mol/(cm2·a), 有机磷的埋藏通量从0.46 mol/(cm2·a) 

(80 年代初)激增到 1.57 mol/(cm2·a)(90 年代中末期), 

总磷的埋藏通量在这个时期也从 1.83 mol/(cm2·a)

增加到 5.05 mol/(cm2·a)。而到了 21 世纪初, 随着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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们提高了环保意识 , 全社会实施了多项环保措施 , 

胶州湾的富营养化程度有所减轻, 表现在沉积物中

生源要素埋藏通量显著降低, 强氧化剂浸取态氮、

总无机氮和总氮的埋藏通量分别降至 0.89、0.53 和

3.31 mol/(cm2·a), 无机磷、有机磷以及总磷的埋藏

通量分别降至 1.67、0.15 和 1.82 mol/(cm2·a)[22-26], 

表明有效的排污治理措施发挥了重要作用, 胶州湾

整体生态环境有了较大的改善。 

2015 年 , 通过对胶州湾采集四个典型站位

(C3、C4、C5 和 C6 站)的柱状样聚焦人为影响程度

进行了研究 , 位于湾内的 C3 与 C4 站 , 水深分别为

13 m 与 10 m, 沉积类型为粉砂质黏土 ; 湾口与湾

外 C5 与 C6 站 , 水深分别为 21 m 与 22 m, 沉积类

型为粉砂质砂。各站位生源要素的累积通量及人为

贡献通量和贡献率列于表 4。由表 4 可知 , 因各站

位区域及沉积速率的差异 , 人类活动对生源要素

累积的影响也有较大差异 , 其中 C6 站因位于湾外 , 

人类活动对生源要素累积通量的贡献相对较低 , 

特别是 1995 年之前 , 人类活动对 TOC 与 TN 累积

通量的贡献不足 10%。但自 1995 年之后人类活动

对 TOC 与 TN 累积通量的贡献呈现增加的趋势 , 而

对 TP 与 BSi 累积通量的贡献变化不大 [27-30]。近百

年来人类活动对胶州湾 TOC、TN、TP 以及 BSi

累积通量分别在 0.38~282.75, 0.07~19.22, 0.21~8.80

与 0.55~620.50 g/(m2·a)。人类活动对胶州湾生源要

素的贡献不容忽视 , 对 TOC、TN、TP 以及 BSi 累

积通量的贡献平均值高达 43.5%, 37.2%, 37.7%与

30.0%。明显的人类活动引起的生源要素的累积通

量的增加在湾内与湾外始于 20 世纪 80 或 90 年代 , 

湾口始于 21 世纪初。  
 

表 4  胶州湾 C3—C6 站柱状沉积物中生源要素的累积通量[单位: g/(m2·a)]及人为贡献 
Tab. 4  Burial fluxes and anthropogenic contribution of biogenic elements in C3—C6 core sediments in Jiaozhou Bay 

C3 TOC TN TP BSi 

总累积通量 19.18~29.64 2.73~3.31 2.15~2.79 70.75~110.05 

人类活动的累积通量 4.89~17.18 0.8~1.6 0.60~1.14 2.37~43.21 

人类活动贡献率 25.52%~57.97% 29.27%~49.04% 27.91%~42.11% 3.36%~39.26% 

C4  

总累积通量 13.85~16.80 1.32~1.72 1.07~1.66 57.84~268.54 

人类活动的累积通量 0.38~5.48 0.17~0.71 0.36~0.85 0.55~22.31 

人类活动贡献率 2.73%~32.62% 13.03%~41.29% 32.37%~51.32% 1.62%~39.47% 

C5     

总累积通量 64.57~359.68 6.40~29.62 5.81~18.40 233.89~1044.05 

人类活动的累积通量 27.21~282.75 1.34~19.22 1.45~8.80 65.74~620.50 

人类活动贡献率 42.14%~78.83% 21.02%~64.88% 25.03%~57.42% 15.82%~59.43% 

C6     

总累积通量 13.56~20.36 1.43~2.23 1.65~2.21 89.53~121.61 

人类活动的累积通量 0.66~6.37 0.07~0.76 0.21~0.77 13.59~49.63 

人类活动贡献率 4.90%~31.27% 4.86%~34.10% 12.66%~34.82% 15.19%~40.81% 

 
在十几年前 , 不少的研究结果显示胶州湾存在

浮游植物的硅限制[1, 7, 16]。2015 年对柱状沉积物中生

源硅的研究表明 , C3 站 BSi 的埋藏通量范围为

3.23~5.07 mmol/(m2·d), 平均值为 4.53 mmol/(m2·d)。

该站的埋藏通量自 1923—1992 年呈现明显的降低

趋势, 此后则呈现明显的增加趋势。C4 站 BSi 的埋

藏通量范围为 1.56~2.68 mmol/(m2·d), 平均值为

2.16 mmol/(m2·d)。该站的埋藏通量在 1962 年以前呈

现波动性变化, 此后则呈现降低的趋势。C5 站 BSi

的埋藏通量范围为 10.68~47.67 mmol/(m2·d), 平均

值为 25.49 mmol/(m2·d)。BSi 的埋藏通量自 1980—

1999 年呈现降低的趋势, 此后则比较稳定。C6站 BSi

的埋藏通量范围为 3.12~5.55 mmol/(m2·d), 平均值为

4.34 mmol/(m2·d), 在 1956 年之前呈现增加的趋势, 

之后则呈现下降的趋势[28-29]。 

BSi 的埋藏通量可以量化水体硅进入沉积物中

BSi 的量, 如果将其与初级生产力对比可推出 BSi 在

水体运移过程中有多少被分解返回水体。胶州湾的

初级生产力平均值为 30.7 mmol C/(m2·d), 根据

Redfield 比值推算, 硅藻产生的 BSi 的量为 4.6 mmo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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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i/(m2·d)。以 C3 与 C4 站 BSi 埋藏通量的平均值

3.2 mmol/(m2·d)作为胶州湾 BSi 的埋藏通量。由此计

算 , 高达 69.6%的 BSi 被埋藏至沉积物中 , 仅有

30.5%被分解进入水体参与再循环。这可能是因为胶

州湾水深较浅, 上层产生的 BSi 尚未分解就已被埋

藏在沉积物中。此外, C3 与 C4 站临近区域沉积物-

水界面硅酸盐交换速率为 2.8 mmol/(m2·d), 该值小

于 BSi 的埋藏通量, 这将导致海水中的硅不断向沉

积物迁移 , 造成水体中硅含量保持较低水平 , 使硅

成为浮游植物生物的限制因子。这也进一步证明了

BSi 在沉积物中积累是造成浮游植物硅限制的根本

原因之一。 

基于沉积物营养物质变化的胶州湾百年生态环

境演变反演的研究, 丰富和发展了受人为影响明显

的河口及海湾海域生态环境变化历史追溯和未来

预测领域, 长时间实际观测数据验证了历史反演的

结果, 也为预测河口海湾的未来变化奠定了坚实的

基础。 

4  结语与展望 

1930 年对胶州湾有关的海洋调查是中国有记载

以来的首次基于科学需求海洋调查 [31], 伴随着青岛

的城市发展 , 胶州湾被重视的程度随之增加 , 集中

在胶州湾的研究和利用两个方面。在研究方面, 新中

国成立后, 我国以胶州湾为关键词公开发表的论文

就有 3 500多篇(约占海洋领域论文总数的 1%), 最早

的论文发表于 1952 年 ; 就发表时间上看 , 1949— 

1966 年有 21 篇, 1966—1976 年文革期间 0 篇, 改革

开放之后 3 461 篇(其中 2000 年之后 3 026 篇, 占总

数的 87%); 以胶州湾为题的硕士、博士学位论文

768 篇(其中博士学位论文 161 篇, 占 21%; 有关胶州

湾研究的学位论文占海洋领域总学位论文的 2.81%), 

也就是说, 有 161 人通过研究胶州湾获得了博士学

位, 607 人获得了硕士学位, 这些数据再一次说明胶

州湾在我国海洋科学发展进程中占有的重要地位。

目前胶州湾主要作为人为影响的典型海域, 研究聚

焦探讨百年尺度上的生态环境变化，胶州湾位于长

时期海陆变化区域 , 待到条件合适时 , 胶州湾亦可

在更大时间尺度上探讨其环境演变的过程和机制[32], 

为探究长时间尺度中国环境变迁, 深入探明海洋-陆

地相互作用过程提供科学基础[33]。最近的研究显示, 

胶州湾的生态安全状态态势向好, 表明胶州湾周边

社会经济的发展对胶州湾产生的影响趋于稳定并逐

步得到改善。胶州湾是研究人为影响难得的典型海

域, 胶州湾海洋生态系统研究站有 40 余年的连续调

查资料, 90 年来, 特别是近 30 年, 上千位海洋学者

进行过胶州湾海洋各个领域的研究, 这些都为更系

统全面揭示人为影响下胶州湾的生态环境演变及趋

势、生态环境效应、生态修复技术体系构建、生态

系统结构与功能变化等奠定了不可替代的条件和基

础。胶州湾的过去、现在、乃至将来, 将一直是近海

海洋学研究的样板和典范, 胶州湾海洋学研究前景

无限且任重而道远。在利用胶州湾方面, “环湾保护、

拥湾发展”已深入人心, 随着“大青岛”城市的发展

和以青岛为核心的胶东半岛城市群迅猛发展, 将会

出现一个更加美丽和谐的胶州湾, 与以胶州湾为核

心的波澜壮阔的城市群新画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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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As a typical sea area influenced by anthropogenic activities in China, 90 years of scientific investigations 

have been conducted in Jiaozhou Bay and a systematically oceanographic understanding have been obtained. The 

nutrients flux and environmental changes in recent years, and the environmental evolution process over the last 

century were summarized in this paper. In recent years, the increased plankton biomass and eutrophication with 

higher concentrations of dissolved inorganic nitrogen but lower dissolved inorganic phosphorus and silicic acid 

were observed in Jiaozhou Bay. The annual influx of inorganic, organic and total dissolved nitrogen were 4453.1, 

2 492.3 and 6 945.4 tons, respectively. Point and riverine input were the main ways for the total dissolved nitrogen, 

which account 39% and 33% for inorganic nitrogen, and 32% and 40% for organic form, respectively. The annual 

influx of inorganic phosphorus (88.0 tons) was little higher than that of organic form (72.6 tons). The point and 

riverine input were the main ways for inorganic phosphorus and riverine input was also the main way for organic 

form which account for 51% of total influx, followed by submarine groundwater discharge (24%) and point input 

(15%). The historical environmental changes in Jiaozhou Bay over the last century could be divided into three 

stages reflected by the variations of biogenic elements and trace elements in core sediments. Before 1970s, the 

chemical elements in sediments were with background level and showed little variation, which suggested that an-

thropogenic activities had little effects on the environment of Jiaozhou Bay. From 1980s to 2000s, the chemical 

elements increased continuously and reached the maximum level in 2000, which showed the significant influence of 

anthropogenic activities. After 2000s, the chemical elements in sediments decreased dramatically and maintained 

relative low level due to the enhancing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which showed the improvement of the environ-

ment in Jiaozhou Ba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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